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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学界侵华战争研究的环境史脉络刍议* ①

陈 祥 塚濑进

【提要】 侵华战争研究一直是日本学界的研究热点，其中存在一条可以视为环境史趋向的研究
脉络。大体而言，研究分为三个阶段:在二战后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中，日本学界只是将环境作
为历史事件与社会演变史的一个背景因素，或是研究中提及的一个侧面; 20 世纪 80 年代，随着环境
问题日益突出，开始在侵华战争研究中建构“环境与社会”的关系，进而将环境元素作为侵华史研究
的重要问题意识之一; 21 世纪后，随着一批学者吸收或采用环境史研究方法，从跨学科、多维视角研
究侵华战争对环境造成的影响以及环境对后续中国社会的影响。梳理日本学界在侵华战争研究长
期存在的环境史趋向，能够推动中国学界从环境史视角加强对侵华战争研究的学术反思。
【关键词】 环境史 侵华战争研究 日本学界 资源 矿产

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对近代中日两国历史和世界格局变化产生了重大影响。从 1945 年起，日
本学界对侵华战争进行了长期的研究，重点就日本为何战败、为何与中国关系恶化以及发动侵略战
争的原因等问题进行了诸多研究。近年来，日本学界多从自然与人的关系视角对侵华战争展开环境
史研究，重视研究侵华战争对中国的自然、社会环境造成的长期影响，认为侵华战争不仅给中国的人
口、财产、社会发展等方面造成深重的灾难，更对中国整体环境及后续发展造成极为深刻的破坏性影
响。环境史致力于考察人与自然关系演变的历史，既是一门新史学，也是一个面向现实的基础性研
究。当前，日本史学界各分支领域已出现明显的环境史趋向，其中日本古代史研究从民俗史、社会
史、农史角度展开的论述尤为突出，日本近现代史研究领域的环境史成果也更加异彩纷呈。
日本学界的侵华战争研究虽未形成真正意义上的环境史研究的意识和方法，却已经对环境史趋

向做出了积极回应。梳理日本学界侵华战争研究的环境史趋向，不仅能够对中国学界第二次世界大
战( 以下简称“二战”) 问题研究学术体系形成查缺补漏的效果，还能为中国学界增强二战问题研究
的话语权提供新的思路。显然，中国学界一直都在努力对过去的日本侵华战争研究的问题意识加以
拓展，突破既往研究形成的范式，而环境史是能够为目前作为“显学”存在的日本侵华战争研究形成
强大助推的路径之一。本文通过梳理日本学界侵华战争研究的学术史，试图探讨日本学界进行了哪
些与环境史相关的学术创新和努力? 这些成果存在哪些共性的不足? 这种趋向能够对中国的侵华

战争研究多元化提供怎样的启示?

一、战后中国社会经济史领域出现的环境史意识

二战后，日本最早研究侵华战争的学者不是研究近代中国史的学者，而是研究近代日本史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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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这是因为在近代日本发动侵略的过程中，日本的各大机构保留了大量侵华调查与侵华政策的资
料。比如，满铁对中国农村进行了深入的调查，尤其是对中国东北农村进行了更为细致入微的调查，
留下了大量的调查资料。① 这些资料为日本史学者提供了诸多便利，尤其是在研究社会经济史的日
本学者当中，很多人从日本资本主义的不同发展阶段出发，探讨日本的侵华行为对中国的政治、经济
造成的影响。在这一学术研究过程中，环境意识虽然只作为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变迁的一个因素存
在，却已经萌生了关注近代中国环境变迁的最初意识。

20 世纪 60 年代，石田兴平从殖民经济史视角研究了清代到 20 世纪初东北经济与社会的变迁。
他从清代以来东北人口增加与土地开垦的关系展开，谈及旗地、皇庄、县域经济和民族资本的发展情
况，认为在日俄对东北进行半殖民地经济渗透过程中，形成了与粮栈、磨房、烧锅、油房等加工业相匹
配的农作物种植与加工方式。② 桑野仁从日本占领下华北地区的货币政策入手，研究日军、中国共产
党及其武装力量和中国国民党军队在华北展开的斗争。他在《战时通货工作史论》一书的第 11 章指
出，日军在华北大灾荒之际的货币战争，实际就是进行最原始的粮食争夺战;第 12章考察了日军的暴力
掠夺对农民、城市劳工、民族产业造成的影响。③ 安藤彦太郎从满铁的收益视角切入，论及“铁路和抚
顺矿业”是满铁的两大支柱性收益来源。满铁不断增加对抚顺煤矿的开采量，又依托满铁沿线城市
牢牢控制煤炭市场，不仅向中国东北各地出售煤炭，还积极增加出口煤炭的供应量。④ 在今天看来，
石田兴平的研究已经部分触及东北环境变迁问题的探讨，只是没有进一步指出不同农作物种植与不

同土地开垦方式对近代东北社会走向的影响;桑野和安藤也意识到生存环境和资源是研究近代中国

社会经济难以回避的问题。
浅田乔二指出，日本侵略者通过土地改良机构进行了水利、开垦、围垦，将殖民地的土地加以集

中，在中国台湾形成了以甘蔗种植业和制糖资本的垄断侵略，在朝鲜则重点推行稻米增殖计划，在中

国东北大肆掠夺土地对农业生产的稳定性造成严重破坏。⑤ 他的研究虽然从经济体制和地主制角度
切入，但所涉大量关于农业生产、土地制度，已经触及日本侵略对不同地区环境与生产方式改变造成
的影响。他认为，“的确，如果想到日本本国的地主制核心在于形成稻田种植地带，朝鲜作为日本帝
国主义最大的粮食供给基地则形成以稻作为中心的佃农大农场，这是日本半封建地主制在殖民地再

现的典型案例。”⑥石田武彦从近代中国东北重要的经济作物大豆入手，探讨 20 世纪初中国东北油房
业以及东北农作物外销不可或缺的粮栈业发展情况。⑦ 显然，石田武彦的研究是基于经济学的分析
视角，但已经敏锐地看到近代东北环境造就的“重要资源”成为各方争夺的焦点，并在很大程度上形
塑了地区历史走向和生产模式转变。
在社会研究领域，日本学界较早从优越的自然环境出发，研究近代日本向中国东北实施的大规

模殖民侵略。其中，有代表性的成果是满洲移民史研究会编的《日本帝国主义下的满洲移民》。⑧ 在

96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陈祥:《试论满铁对中国东北实施的农村调查》，《日本问题研究》2018 年第 5 期。
石田興平『満洲における植民地経済の史的発展』、ミネルヴァ書房、1964 年。
桑野仁『戦時通貨工作史論:日中通貨戦の分析』、法政大学出版局、1965 年。
安藤彦太郎編『満鉄』、御茶の水書房、1965 年、92 頁。
浅田喬二『日本帝国主義と旧植民地地主制—台湾·朝鮮·満州における日本人大土地所有の史的分析』、御茶の水書房、
1968 年。
浅田喬二『日本帝国主義と旧植民地地主制—台湾·朝鮮·満州における日本人大土地所有の史的分析』、251 頁。
石田武彦「二十世紀初頭中国東北における油房業の展開過程」、『北大史学』第 13 号、1971 年 8 月。
満州移民史研究会編『日本帝国主義下の満州移民』、龍溪書舎、1976 年。



史学理论研究 2022 年第 6 期

该书中，浅田乔二介绍了日本向满洲农业移民政策的制定过程;君岛和彦叙述了承担近代日本向东

北移民的满洲拓殖会社和满洲拓殖公司的活动情况; 柚木骏一从世界经济危机影响出发，认为日

本农村经济困顿且人口大量富余，作为释放压力并解救日本农村困境的办法之一，就是选择向中

国东北实施移民分村;高桥泰隆则以长野县读书村为例，考察实施分村的具体过程，涉及当时东北

农村自然资源和生产环境的描述; 小林英夫探讨了日本人移民东北后的实际耕种情况与生存环

境等。
这一时期的日本学界从社会经济视角论及日本侵略战争对近代中国环境造成的影响，此类研究

虽未真正触及生态学视角的学术探讨，却已经将近代中国农民和工业生产对生物和资源的依赖性做

了梳理，还从侧面分析了近代日本侵华对中国东北社会的生产生活和自然资源造成的巨大破坏性作

用。这些成果中使用的史料及成果本身完全能够对今天强调人与自然关系的环境史研究起到拓展
和启示功效。

二、日本侵华战争研究中导入“社会与环境”的探讨

近代日本发动大规模的侵华战争，不仅造成大量中国军人战死沙场，日本军队还在占领区内实

施“三光”政策，掠夺各种资源财富，日本学界因此最早从政治、军事、经济的视角进行侵华战争研究。
20 世纪 80 年代后，日本学界围绕“统治”与“掠夺”两个视角展开侵华战争研究，由此涉及人口锐减、
洪涝灾害、干旱、饥荒、河流改道、传染病等环境问题，已经初步具备了环境史研究的自觉。
对近代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产生过重要影响的诸多环境要素而言，日本学界对中国东北大豆展开

的论述最多。从日俄战争到 20 世纪 30 年代，日本在不断加大侵华力度的同时，东北的大豆三品( 大
豆、豆饼、豆油) 成为对日出口和东北对外贸易的重要战略物资。其中，对日出口的豆饼是日本国内
农用氮肥的主要来源，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更是占到日本进口肥料的七成，一直到 20 世纪 20 年
代长期占日本进口肥料的一半以上。① 日本学界对东北大豆及其加工品的生产与流通展开基础研
究，石田武彦对 20 世纪初中国东北地区民族资本油房和日本油房在东北地区快速增加的情况进行
了分析; ②桥本寿朗和铃木恒夫在探讨侵华期间重化学工业的硫酸铵( 尿素) 研究成果中，指出中国

东北豆饼在 20 世纪 20 年代与英德美日的工业尿素在日本肥料市场展开过激烈的价格竞争，从 20
年代末期，中国东北大豆种植及加工业开始出现颓势; ③金子文夫的研究成果体现出近代东北的大豆

经济确立、发展和变动是探讨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基本要素和底层逻辑，日本通过满铁掌握大豆的
运输途径，并将殖民统治范围逐步扩大至对近代中国东北铁路、金融体系的掌控。④

20 世纪 80 年代，小峰和夫在关注中国东北的油房业研究基础上，加入对近代中国东北环境与产
业变迁的研究，他强调东北的香料、银、茶、貂皮是当时中国对欧洲贸易的重要产品，“中国东北也不
再是未开垦的边疆地区，而是一个拥有各种良好资源的开发地带，满洲的森林、沃土、黄金、煤炭等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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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吸引来外国企业家、商人、官员的关注，尽管还有马贼、鼠疫的威胁，也无法阻挡日益增加的到访
者”。① 塚濑进的研究突破了将中国东北地区行政划分作为分析框架的惯用手法，认为铁路铺设不
仅扩大了沿线农业耕种面积，日本的殖民统治也随着铁路向东北腹地延伸，因此，他以自然地理和铁

路铺设效果及其辐射区域作为新的分析架构，依据铁路运输、农业资源、人口移民等统计数据，将中
国东北地区划分成九个不同自然条件、交通条件、物质资源等形成的区域性经济圈。② 近代东北丰富
的森林资源也进入塚濑进的研究视野，“根据 1924 年的视察报告显示，鸭绿江沿岸的森林荒废程度
超过了预期，鸭绿江采木公司到 1933 年营业期限后因无木可采而不得不解散。”③另外，苏云山和岩
井吉弥也做了类似研究，指出鸭绿江采木公司疯狂砍伐沿岸的森林，却几乎没有进行过植树造林，直

接导致采木公司到伪满洲国成立后陷入不得不解散的境地。④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日本学界对中国华北农村的村落共同体进行过较多研究，其中不少成果对
华北农村环境展开过叙述。石田浩、中村隆英等人回避了“平野和戒能的论战”，更倾向于对华北农
村生产力、棉花种植、抗灾能力、水利组织和物资动员等展开研究。⑤ 中村隆英以 1933—1945 年的日
本在华北经济殖民统治为切口，从“日本对华北的要求是什么，采取什么政策，得到什么，或者是想要
得到什么”的角度展开分析，其中第四章阐述日军除了从华北掠夺原料之外，还在华北进行铣铁加
工，然后再运往日本，由此得出日军对华北经济的控制是以获取煤炭、铁矿石等资源为最优先目标。⑥

通过探讨华北的“社会与环境”，对日本学界此后深入研究华北民众生存状况、天灾与抗日根据地建
设的关系起到了重要的学术启示。
对日军在 1938 年 10 月占领广州之后的研究中，也有一些与环境问题相关的成果。谷城秀吉认

为日军对华南的占领将获取所需战略物资和资源放在第一位，所进行的“经济建设”全部交由日军操
控下的华资企业来强制征集当地物资，这对华南的经济与资源造成严重破坏。⑦ 太田弘毅考察了日
军在 1939 年 2 月占领海南岛之后对农业和采矿业的疯狂掠夺，如对田独铁矿( 石原产业海运公司)
和石碌铁矿( 日本窒素肥料海南兴业) 进行开采，并将大量的铁矿石运往日本本土，恶劣的劳动环境

和残酷的镇压只给当地留下了废弃的矿坑和矿工的累累白骨。⑧ 浅田乔二在《日本帝国主义下的中
国》一书中，指出日本对占领地的经济统治是以掠夺农业资源、矿业资源为最优先目标，而金融政策、
铁路线控制等则发挥辅助作用，由此推导出日军侵华战争走向崩溃的历史必然性。⑨

另外，日本学界还对日军在战争中采取的惨无人道的野蛮行径也进行了相关研究，涉及“三光”
政策、毒气战、细菌战等，尤其是就七三一部队的活动对中国各地此后的环境与疫病传播造成的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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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① 毒气战方面，研究学者有田中宽; ②关于七三一部队的研究有常石敬一、松村高夫等人。③ 虽
然他们的观点与中国学界存在诸多不同，但此类研究已经将原来对侵华战争研究的重点从人员伤亡

和日本侵华战争惨无人道的一面，扩展并触及研究侵华战争对中国环境和中华文明造成的深远

破坏。
日本学界还将鸦片作为重要切入点，研究日军在占领地积极推广鸦片种植和销售。江口圭一考

察了日军在中国各地实施的鸦片政策，指出日军在内蒙古大规模种植鸦片，销量极大，还在华北地区

形成了与其他作物争地、水和劳力的局面，极大地消耗地力，却成为支撑日军侵华战争的重要财政收
入，仅 1941 年在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的辖区内就收获了 1115 万两鸦片( 1 两 = 36 克) 。④

归纳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日本学界的侵华战争研究，可以发现其研究越来越多地加入环境元素
对近代中国社会发展影响的论述，环境已经成为传统军事史、政治史、经济史研究中无法回避的问
题。日本学者对于环境的意识并不像西方学界从生态主义出发，而是更倾向于在传统史学中引入环
境研究的方法，这是日本侵华战争研究在环境史转向过程中形成的研究特色与研究手法。因此，对
日本学界侵华战争研究的特点可以概括为三点:首先，将环境作为理解日本侵华的核心要素之一，指

出日本侵华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掠夺资源; 其次，部分地揭示了日本侵华战争对当地包括环境在内

的社会、经济造成的深重灾难;最后，始终难以摆脱“战争史的影响”，缺乏批判性，从生态、区域视角
就侵华战争对中国造成的深重生态影响的论述不足。

三、环境成为侵华战争研究难以回避的问题

21 世纪后，日本学界受到欧美环境史和本国公害史的影响，侵华战争研究形成更多元开放的学
术氛围。一方面对此前“社会与环境”关系的考察模式继续进行深入研究;另一方面有些学者认为二
者可加以细分，特别需要从生态学视角出发将环境问题独立出来作为侵华战争研究的重要内容，从

而思考侵华战争下环境遭到破坏的问题，以及人与环境、社会与环境的关系。
( 一) 对东北地区的研究体现为多元化的环境史趋向

21 世纪以来，日本学界对近代中国东北的研究出现一定程度的井喷现象，除了研究伪满洲国、满
铁等传统的政治史、军事史、经济史之外，还加大了对东北的农业资源、矿业资源和人力资源的探讨
力度。山本有造将伪满洲国 14 年的宏观数据做了梳理，归纳农业生产力、矿工业生产力、国际收支
等经济指标，推导出伪满洲国的矿工业生产力在 1942 年以前处于上升，之后转为下降，从 1944 年开
始进入急剧衰退，农业生产力因伪满政府强力推行“增产运动”而勉强未出现大幅度的衰退。⑤ 坂口
诚意识到东北大豆种植和日本渔业捕捞之间的密切关联，指出日本在明治中期出现鱼肥产量减少的

27

①

②

③

④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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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隊』、朝日新聞社、1994 年;常石敬一『七三一部隊:生物兵器犯罪の真実』、講談社、1995 年;松村高夫『戦争と疫病:七三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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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第 97 号、1992 年 9 月。
山本有造『満洲国経済史研究』、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0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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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原因，就是从中国东北大量进口廉价豆饼成为日本最重要的肥料来源，并直接带来鲱鱼捕捞量

的减少。① 风间秀人认为伪满洲国已经出现聚集性工业地带趋势，鞍山、本溪拥有丰富的铁矿资源，
抚顺有煤炭、铝矿、页岩油资源，是形成“南满洲工业地带”的重要资源条件。② 冈部牧夫以“大豆经
济的形成与衰退”为线索探讨满铁在中国东北的殖民扩张，他强调大豆经济对满铁经营发挥着重要
作用，而且是推动满铁建设港口、开办各类试验所、设立各种公司、进行战时调查的重要因素。③ 松本
俊郎以鞍山制铁所为例，考察鞍山钢铁厂从伪满洲国时期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的作用，其中

值得关注的是，他指出 20 世纪 40 年代随着鞍山制铁所对铁矿石、煤炭需求不断增长，日本开始从华
北地区调入大量所需物资，对东北、华北的环境造成的影响日益复杂化、扩大化。④ 山本裕在前述安
藤彦太郎的研究成果之上，从环境能源视角指出抚顺煤矿开采量从 1907 年的 5. 3 万吨上升到 1928
年的 213. 5 万吨，约占东北煤炭开采量的 20%—30%，从而推动中国东北地区本土工业能源供应体
系的形成。⑤

关于东北移民问题的研究，一直是日本学界研究的热点，但在 21 世纪之前的研究成果中涉及的
环境话题显得比较零散。随着研究的深入，出现了从移民视角讨论东北环境变迁的趋向。玉真之介
认为近代日本向东北武装移民的性质与作用并没有在伪满洲国时期得到长期的贯彻，虽然最初的意

图是为了“统治和掠夺”，但在实施过程中遭遇诸多现实的抵抗和制约因素，然后他从环境角度引入
了一个新的观点，认为日本将东北的粮食种植纳入总力战体制中，是为了解决日本本土粮食不足而

不断强化在东北开荒种粮，所以在全面侵华战争爆发之后就不能完全将移民东北视为输出过剩的人

口。⑥ 今井良一考察了日本开拓民在东北的地主化现象后指出，日本原计划要实现所谓的开拓民模
范农业，在中国东北建立稳定的农产经营者，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遭遇到与日本本土迥异的气候、风
土等客观条件限制，形成了与政策截然不同的结果。⑦ 小都晶子考察了伪满洲国政府与日本开拓民
之间的关系，其中值得关注的是她对日本人移民定居点的考察，比如在伪锦州省盘山县因为土壤碱

性和水灾而未能成功对所谓“未利用土地”进行农业开发;在伪吉林省德惠县面对无法推进的“未利
用土地开发”而转向“既利用土地”的掠夺和增产。小都的研究着重强调日本侵略者完全忽视地域
差别、气候地理条件的不同，以及移民所需的土地改良等条件因素。⑧

关于鸦片研究，山田豪一可谓是集大成者，他撰写的《满洲国的鸦片专卖》一书九百余页，探讨了
日俄战争后到全面侵华战争期间日本在东北组织鸦片生产、销售的罪恶史，文中就鸦片种植削弱东
北农村经济基础和产生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做了综合分析。⑨ 熊野直树用两种植物很形象地归纳了近
代日德两国贸易关系，在太平洋战争之前是大豆贸易，在此之后则转为鸦片贸易。他指出德国在和
“满洲”、日本的交易过程中，相比汇兑结算更倾向于使用易货贸易，在日本占领的东南亚地区，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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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直接将鸦片当作货币来使用。①

安富步、深尾叶子编著的《满洲的成立》一书，②是日本学界从“生态社会史”视角对侵华战争研
究进行解构的代表性成果。③ 所谓近代“满洲”空间的形成，除了帝国主义侵略之外，还与大规模移
民带来的自然生态环境破坏有关，作者既关注中国东北发达的铁路网及其枕木对森林的消耗，又论

及县城与农村重要的交通工具———马车，以及蒙古马匹和东北宽叶树材制作的马车不分冬夏、高效
率地将东北农村各种资源汇集到县城，形成了近代东北特有的政治经济结构:发达的县城经济、树状
组织、权力性商人等。此后，东北地区的大豆迅速国际商品化，成为影响国际贸易和金融体系的重要
物资;东北的毛皮也开始在国际市场走俏，兴起了大规模猎杀土拨鼠以获取毛皮的生意，这直接造成

鼠疫病菌迅速从原来小范围、零星事件演变成近代东北、华北地区大规模的传染性疾病。随着森林
消尽、马车和火车撕裂大地、毛皮贸易兴盛，相比清代八旗将军管辖之下的封关及“树海”而言，近代
东北的环境出现了根本性的变化，最直接的体现为东北虎能够栖息的环境几乎消失殆尽。④ 该书从
近代东北拥有茂密森林和丰富野生动物资源的纯自然生态环境切入，勾勒出近代日本帝国主义侵略

并殖民统治东北的社会形态，突破了以往日本学界注重社会经济领域的探讨路径。这种学术尝试在
很大程度上表明，日本学界从环境史角度进行侵华史研究已经有一种跃然纸上的感觉。
( 二) 对华北地区的研究呈现为生态意识的增强

华北地区研究长期作为日本学界的关注热点，在 21 世纪受中国史研究中涌现出来的环境史成
果的影响，相关论述与考察愈来愈多。白木泽旭儿对华北农业问题的研究已经明确将农业生产与环
境问题加以结合，“实施棉花增产政策之际的桎梏，是华北农民面对种植棉花和粮食作物之间的竞争
问题，如何牢牢控制农民并向日军提供必要的物资和应对旱灾、洪水威胁等成为日军在占领地实施
统治的重要课题”。⑤ 此外，他考察全面抗战时期华北煤炭、铁矿石的开采后指出，从 1939 年起日本
就将华北的煤炭年开采量提高至 2000 万吨，到战争后期，华北更成为对日输出铁矿石的重要来源
地。为提高对日本本土出口铁矿资源的效率，侵华日军在华北修建了一批小型熔矿炉，将华北开采
的铁矿进行粗加工后再运往日本。⑥ 畠中茂朗对日本国内的贝岛炭矿株式会社如何从事井陉煤矿经
营活动加以考察，强调日军对井陉煤矿的滥采造成矿难频发。⑦ 内田知行的《黄土的大地》考察日军
占领下的山西省财政、鸦片管理体制、炼铁等，指出山西省社会经济状况变化已经严重影响山西农村
社会的生存条件、生活情况，从而得出“为有机地组织民众力量和从地方内部进行开发，就必须赶走
作为侵略者的日军和失去民众支持的国民政府军”的结论。⑧

近二十多年，日本学界有一批研究中国华北农村社会经济史的学者开始从环境史视角对日本侵

华战争下的中国农村展开研究，其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学者有内山雅生、弁纳才一、久保亨等人。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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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雅生在研究 20 世纪 40 年代中国的社会经济史过程中，汇总了不少从环境史视角反思近代中国发
展问题。比如，2018 年在其编著的《中国农村社会的历史性展开———社会变动和新的凝聚力》一书
中，福士由纪对近代中国农村中的结核病传播与农业劳动力向城市流入做了相关研究; 前野清太郎

利用《洪洞县水利志补》的诉讼资料，考察了中国农村在治水、用水方面的“私”与“公”的关系等。①

弁纳才一主要研究近代山东农村社会经济，并从山东的小麦种植与销售渠道着手研究，指出山东小

麦种植在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连续多年遭遇旱灾和水灾的侵袭，使得 1940 年的收成只有普通年景
的六成，1941 年只有八成，1942 年只有七成，而侵华日军又试图以低价强制购买小麦自然受到山东
农民的普遍抵抗，这不仅导致粮食价格暴涨，更使农民进一步截留粮食自用，强化了山东农村经济自

给自足的色彩。② 本庄比佐子、内山雅生、久保亨编的《兴亚院与战时中国调查》虽然仍属于从政治
和经济角度探讨近代中国社会的研究成果，但在第二部第四章“重要国防资源调查”、第五章“华北
联络部资源调查和华北农村”和第六章“从兴亚院调查看到华中的米情况”中，已经大量涉及与环境
相关的畜产、农产、军马资源的调查情况，以及日军对当地稻米生产、流通造成的破坏等。③

华北地区的河流既是侵华日军无法绕过的河，也是侵华战争研究环境史转向过程中无法绕开的

研究对象。岛田美和申请了题为“战时‘蒙疆’日中自然资源开发的比较研究”的课题，从自然资源
的“管理与开发”角度研究侵华战争下日中两国对资源管理与利用的政策，考察国民政府华北水利委
员会为防止永定河洪水肆虐对官厅水库制定的治水计划，在抗战爆发后兴亚院从扩充生产力、增加
种植面积和建设“防共”地区出发，对永定河与官厅水库制定了“华北河流计划”。④ 黄河既是哺育华
夏文明的母亲河，也是侵华战争期间阻断日军南下的“战线河”，但将黄河的环境作为战争力量加以
使用之后，其决口带来的种种影响却超出当初“谋划者”的种种盘算。芳井研一对黄河决口造成的难
民问题进行了十分深入的考察。⑤ 他指出，河南难民的形成原因除黄河花园口决堤之外，还因为
1942—1943 年河南省遭遇持续阴雨天气造成粮食歉收，随后叠加蝗灾、干旱造成了大饥荒;而湖南难
民的原因除了长沙火灾之外，还因粮食欠缺所致，即使同期侵略湖南的日军也遭遇了粮食不足、霍乱
蔓延、营养不良等问题，日军士兵出现了不少病死的情况。⑥ 芳井考察全面抗战时期的华北粮食生产
后指出，华北只有少数地区能够做到粮食自给自足，作为稻米主产区的华中的粮食供应也陷入十分

窘迫的境地，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将难民问题和解决粮食供应加以结合，虽然日军的外部压力

不断增大，却也在极大程度上促使华北地区提高了自身生产力，为抗战胜利积蓄了力量。⑦ 芳井还指
出，日军侵华期间造成的难民与战争有着密切联系，他对华北、华中、华南不同地区的战争难民情况
进行了梳理，认为虽然现存统计资料难以完整反映当时的情况，但日本侵华造成数千万的难民流离

失所是不争的事实。⑧ 显然，日本学者的研究方法没有像英国学者穆盛博那样提出十分抽象的“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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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内山雅生『中国農村社会の歴史的展開—社会変動と新たな凝集力』、御茶の水書房、2018 年。
弁納才一「日中戦争期山東省における食糧事情と農村社会経済構造の変容」、『東洋学報』第 92 巻第 2 号、2010 年 12 月。
本庄比佐子·内山雅生·久保亨編『興亜院と戦時中国調査』、岩波書店、2002 年。
島田美和「戦時日本の永定河水利事業:官庁貯水池建設計画にめぐって」、『慶応義塾大学日吉紀要·中国研究』第 13 号、
2020 年 3 月。
芳井研一撰写了三篇关于抗日战争期间难民问题的论文，其中既有黄河决口的难民，也有其他地区因战争和天灾人祸造成的难

民，这些研究成果已经合集出版。芳井研一『難民たちの日中戦争』、吉川弘文館、2020 年。
芳井研一「日中全面戦争期の戦争難民問題」、『環東アジア研究』第 9 号、2015 年 3 月、9、14 頁。
芳井研一「日中全面戦争期の食糧問題と難民対策」、『環日本海研究年報』第 22 号、2016 年 3 月。
芳井研一「日中全面戦争の展開と難民問題」、『日本現代史』第 22 号、2017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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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能量流动”( energy and energy flows) ———对抗战时期黄河南部的豫东地区的战争与环境的新阐释，①

却已在注重传统史学研究方法的基础上，有意识地加强了对战争与环境之间关系的思考。
( 三) 对华中、华南地区的研究出现经济、农业视角的环境史转向
日军在侵略华中、华南地区的过程中，受到战线过长的影响，对占领区的经济资源和农产品的掠

夺尤为依赖，而且日军的残酷掠夺对占领区的环境及社会的影响也更深刻，日本学界对此展开的研

究成果也较为突出。荻原充重点考察日军在侵华期间对大冶铁矿的经营与掠夺，其实大冶铁矿在被
日军占领之前就对日出口，因此，日军在占领大冶铁矿后对其更是寄以极高的期望，不断提高铁矿开

采量，到 1942 年达到 145 万吨，对日出口 14 万吨，这直接造成大冶铁矿到 1943 年出现矿床枯竭、铁
矿品位下降等环境问题。② 弁纳才一考察了山东和华中地区在抗战期间的农业产量大幅下降和流通
渠道遭到破坏，进而造成大范围的粮食短缺，形成严重的饥荒问题; ③他还根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保存的汪伪政权档案，分析了 1940—1945 年华中地区“粮食短缺的原因”。④ 高纲博文对日本侵华企
业“中支那振兴株式会社”做了深入研究，指出这家“国策公司”的主要任务就是掠夺和统制华中的
资源，并具体考察了该公司下属的华中蚕丝股份有限公司对华中种桑、养蚕、丝织的掠夺与破坏。⑤

关于华南的侵华战争研究，日本学界尤为关注海南岛并取得较为突出的成果。柴田善雅考察了
日军占领海南岛期间日资企业对田独铁矿和石碌铁矿的掠夺性开采。⑥ 水野明的研究成果揭露了不
少此前鲜为人知的日本海军对海南岛的掠夺，介绍了既有研究中关于日军将海南岛作为战略物资供

应基地的内容，还谈及日军为建设运输铁矿资源而在短期内强征土地铺设铁路、修建港口设施，因此
对海南岛内居民进行强征和抓捕，且从上海、广东强征不少人补充海南岛的劳动力需求。在海南岛
的相关设施得到初步完备之后，1941 年 9 月日军开始从雷州半岛等地大肆掠夺桐油、大米、草席等运
往海南岛，再从海南岛运出日本所需的战略物资。⑦ 笔者认为，不能仅限于从军事和政治角度探讨日
军占领海南岛，或许能从环境史视角将海南岛理解为日本在华南地区筹集日军所需战略物资的重要

中转地。
日本学界还对日军侵华期间惨无人道的行为进行了研究。吉见义明探讨了日军在华毒气战，⑧

松村高夫对七三一部队与东北鼠疫的关系做了深入研究。⑨ 这些研究虽然都属于传统侵华战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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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⑤

⑥

⑦

⑧

⑨

Micah S. Muscolino，The Ecology of War in China: Henan Province，the Yellow River，and Beyond，1938 － 1950，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4．
萩原充「戦時期の大冶鉄鉱と対日供給」、富澤芳亜、久保亨、萩原充編著『近代中国を生きた日系企業』、大阪大学出版会、2011年。
弁納才一「興亜院調査から見た華中の米事情」、本庄比佐子、内山雅生、久保亨編『興亜院と戦時中国調査』、岩波書店、2002
年;弁納才一『近代中国の食糧事情—食糧の生産·流通·消費と農村経済』、丸善出版、2019 年。
弁納才一「なぜ食べるものがないのか—汪精衛政権下中国における食糧事情」、弁納才一、鶴園裕編『東アジア共生の歴史的
基礎』、御茶の水書房、2008 年。
高綱博文「中支那振興株式会社—関係会社の実相:『華中蚕糸股份有限公司沿革史』を読む」、『研究紀要( 日本大学通信教育
部) 』第 26 号、2013 年 3 月;高綱博文「〈中支那振興株式会社〉研究の成果及び課題」、『研究紀要( 日本大学通信教育部) 』第 27
号、2014 年 3 月。
柴田善雅「海南島占領地における日系企業の活動」、『大東文化大学紀要』第 44 号、2006 年 3 月。
水野明「日本海軍の海南島占領支配( 1) 」、『愛知学院大学教養部紀要』第 49 巻 2 号、2001 年 12 月;水野明「日本海軍の海南島
占領支配( 2) 」、『愛知学院大学教養部紀要』第 49 巻 3 号、2002 年 2 月。
吉見義明『毒ガスと日本軍』、岩波書店、2004 年。
松村高夫「新京·農安ペスト流行( 1940 年) と731 部隊( 上) 」、『三田学会雑誌』第 96 巻 3 号、2003 年 10 月; 松村高夫「新京·
農安ペスト流行( 1940 年) と731 部隊( 下) 」、『三田学会雑誌』第 96 巻 4 号、2004 年 1 月;松村高夫「731 部隊による細菌戦と戦
時·戦後医学」、『三田学会雑誌』第 106 巻 1 号、2013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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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内容，但也可视作环境史问题的研究。
21 世纪以来，日本学界在侵华战争研究领域除了出现较多可以视作环境史研究的成果之外，也
产生了从环境史视角进行研究的成果。虽然日本学者在立场、目的性等方面或多或少与中国学界不
同，但仅就学术方法而言，他们尝试从环境史视角进行的学术努力对侵华战争研究起到重要的推动

作用，为深化传统的侵华战争研究和寻找新研究思路做出了颇有意义的尝试。另外，日本学界也意
识到西方环境史学界主流的生态视角对侵华战争研究具有重要的启发作用，预计未来日本学界的侵

华战争研究或在环境史转向上表现得更加明显。

四、环境史视角研究侵华战争的学术反思

通过对二战以来日本学界在侵华战争研究领域存在的环境史趋向展开分析，可以看出，环境史研

究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日本学界的认可和重视。基于对日本学界在侵华战争研究领域出现的环境史
趋向及其不足之处，或可对中国学界加强环境史视角下侵华战争研究提供如下几点反思与启示。
( 一) 日本侵华战争研究不能缺少环境史视角

日本侵华战争研究不仅是对日本长达半个世纪侵华的战争史研究，更是涉及近代中国社会转

型、国家沉沦与崛起、民族抗争等关乎国家与民族命运的专门史研究。日本侵华战争研究的核心问
题是日本侵华行径，包括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各种手段对中国的国防、社会、经济、民生等部门造
成的直接或间接影响。战争对人类生命造成极大的摧残和伤害，消耗大量的资源并造成持久性的生
态环境破坏，是人类对自然造成破坏影响最为粗暴的手段。在过去很长的时间里，“战争对生态环境
的破坏却很少为人所关注，而事实上战争带来的环境问题及其影响是存在并长期延续的”。① 中国
学界的侵华战争研究明显侧重于研究战争对人造成的伤害、战争对经济造成的损失、战争阻断社会
的发展轨迹等，忽视了对侵华战争与中国自然环境之间关系的研究。
战争是综合国力的比拼，除了“人”作为战争直接动员力之外，还少不了对自然环境中战争资源

的争夺与破坏，战争体系研究不能缺少对环境问题的关注，抛开环境只谈侵华战争中的“人的厮杀”，
从历史学的方法论上来看，显然是不够全面的。目前的日本侵华战争研究对象将研究主体局限于
“人的战争”，忽视了“环境的战争”和“战争中的环境”。参与战争的要素除了人之外，还有环境，如
果只重视对人的研究而轻视环境研究，显然就不能对战争行为与影响做出全面、客观的分析与评价。
传统的侵华战争研究受限于政治学和军事学的影响，采取了将人作为中心的“正统史学”叙事范式。
在这种正统史学的叙事当中，自然环境只是人类活动的布景或舞台，是人类获取战争“资源”和进行
战争的场地，侵华战争成为脱离于中国环境之外的行为，从而忽视了战争与社会之外的环境变化及

长期影响。
目前大部分侵华战争研究成果和评论性文章均未提及侵华战争研究缺乏环境意识的局限，至少

在主流的侵华战争研究中，学界并没有充分认识到环境问题与环境史趋向的重要性及意义。当然，
在环境史兴起之后，也有一些研究成果论及环境要素，但基本存在以下几个明显的不足。一是将环
境作为侵华战争研究中的背景和外部要素，环境成为瞬息万变的战争中的“不变因素”存在，而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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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贾珺、梅雪芹:《从历史的视角看现代高科技战争的生态环境灾难》，《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2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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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的反作用几乎被放在了历史的角落，成为一种可有可无的陪衬。二是将环境单纯地视为资源或
经济活动加以探讨，环境成为无条件服从战争需求的“被动角色”，虽然环境被纳入日本侵华战争研
究当中，却只作为一种经济史和产业史研究的延伸或作为一种生产要素而存在。三是无视侵华战争
期间各个地区之间环境要素的天然差异，而这种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日本对各个侵占区域采取

的不同侵略手段、统治方法，迫切需要学界从环境视角加以分析。此外，有些成果虽然集中性地讨论
了环境要素，并把问题聚焦于侵华战争与环境之上，但还缺乏将战争与人的社会关系、战争与自然关
系统合起来加以研究的问题意识。
( 二) 日本侵华战争研究缺乏环境史趋向的原因分析

造成中国的侵华战争研究缺乏环境史趋向的原因有很多，学界显然还缺乏对此展开理论探讨和

实证研究，概括起来存在以下几种情况。
首先，史学工作者没有跳出侵华战争研究的传统窠臼，将目光牢牢地锁定于名人、战役、社会、经济

等，不愿意也不想从环境视角对历史展开全面的探讨。他们受到传统史学研究范式的影响，追求的史
料是人的史料，坚持战争是以人为主的战争，战争的受害者也是人。这种研究倾向直接导致学界将史
料当中包含的大量环境信息变成冰冷的“资源”数字。根据日本在华留下的调查报告披露，从 1906 年
满铁成立到 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日本掠夺中国近 10 亿吨的煤炭、1. 8 亿吨铁矿、150 万吨铜矿、10 万
吨铝矿、5万吨镁矿，还有大量的稀有非金属矿、铅锌矿、金银矿等，以及大量的森林资源和农牧产
品。① 实际上，数字背后是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必不可少的基础要素，且大多属于不可再生的国
防资源，战争后期日本侵略者为了扭转战局掠夺“战略资源”更是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
其次，传统史学工作者缺乏环境意识和生态思维。学者们更强调对人、政治、军事本身展开研

究，因为研究由活人构成的政治、军事、社会不仅能够满足研究历史的好奇与兴趣，更有一种与历史
进行“对话”的满足感。而冷冰冰的、毫无生趣且不会说话的环境不仅缺乏资料的温度，更难以获得
研究的成就感。这种研究倾向直接导致本应将日本对中国原始森林资源的无度滥伐视作 20 世纪前
半期中国遭受的最大的环境破坏，却只从经济史角度进行了统计学式的研究; 20 世纪前半期东北大
豆、加工技术和东北环境变迁密切关联，缺乏将“人的经济系统”与“环境的生态系统”统一起来，往
往只关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发展和产业增长等内容，缺乏关注围绕大豆的日本侵华活动与东
北环境问题变迁之间的互动关系，还包括缺乏对日本强迫在华北种植棉花、在内蒙古种植鸦片、在延
边推广水稻等服务日军侵华的行为的环境影响和环境后果的分析。
再次，深受政治因素的影响，担心落入“地理环境决定论”。学界早在二战前就深信日本是地震

频发且资源贫乏的国家，“僻处三岛，势必向大陆发展，中国和朝鲜为其唯一进攻的对象”，②却从未
有人对这种侵华行为与环境之间的逻辑关系展开过深入的分析，也缺乏对环境与战争关系的论述，

而将大量的学术行动扎堆于研究发动侵华行为的人，形成了日本侵华战争研究中学术信念与学术行动

背离的怪现象。与此相比，西方学界虽然对日本侵华战争研究成果不多，却从环境史理论方面进行了
有益的尝试。穆盛博的《中国的战争生态学:河南、黄河及其他( 1938—1950) 》，在研究方法上注重人与
自然互动关系的探讨，作者运用“以能量为中心”的方法( the energy-centered approach) ，将生态学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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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中国国家地理》根据国家地质档案馆统计数字，得出日本掠夺矿产的数量。《7 万件测绘图件披露 70 年前日本对中国
资源的探查与掠夺》，《中国国家地理》2015 年第 9 期。
王纪元:《英日同盟复活的可能性》，《世界知识》第 1 卷第 3 期，1934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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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能量”“能量流”问题引入分析战争与环境( 也是“人与自然”) 关系，并把这种能量对应到当时的
“力”与“势”的分析，如民力、兵力、人力、物力、蓄力和水势、流势等。① 穆盛博从生态学视角思考抗
日战争问题，可以说是为分析近代中国的战争与环境的关系提出了一个新的阐释模式。
最后，与长期以来形成的现实工作需要有直接关系。日本侵华战争研究既要反映中国人民百年

屈辱的艰难挣扎和对民族独立、解放的渴望，又要包含明确反对日本侵略和开展革命斗争指向。实
际上，环境史研究与这种现实工作需求并不对立。梅雪芹认为:“生态环境作为战争的受害者已经沉
默了几千年，随着创伤与痛楚的不断加大，他也开始对人类的报复，却又很少有人关注或者能够将其

同战争联系起来。”②可见，环境史视角下的日本侵华战争研究恰恰能够更好地服务于现实工作的
需要。
( 三) 亟待大力推动日本侵华战争研究的环境史趋向

中国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从西方( 主要是美国) 引入环境史研究理论、方法和对象以来，环境史
研究迅速扩大至中国史研究领域，就目前中国在环境史研究领域的积累和讨论而言，已经具备了

从理论探讨和实证研究加大力度推动日本侵华战争研究的环境史趋向的可能性。梅雪芹对环境
史方法的解释是:“环境史研究带来了深层次的思想观念的变革。这突出地表现在从事这一研究
的学者自觉地运用生态学的分析方法，在历史研究中引进生态系统理念和范畴，将全球、区域、国
家、城市、村庄等历史研究单位视为类型不同、规模不等的人类生态系统，即社会—经济—自然同
构的复合生态系统，将人类历史视为这一复合生态系统协同演化的过程，从而突破了历史学的固

有领域，使历史思维空间大大开阔，同时重塑了历史学的世界并树立了‘生态世界观’。”③如果能够
将这种研究方法引入日本侵华战争研究之中，则能够对日本侵华战争进行更为细致、更为全面的
论述。
笔者认为，日本侵华战争研究的环境史趋向是以中国生态空间遭遇的灾难为研究对象，从环境

史维度和国际视野加以扩展，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在探究医治战争对生态环境的创伤与人

类和谐发展的路径上进行的一种新的研究和学术趋向。日本侵华战争研究的环境史趋向在推动中
国学界与世界学术潮流对接、充实学科体系、构建中国近代史研究话语权方面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与现实意义。从环境史角度研究日本侵华战争，不仅能够拓展现有的研究领域、转换研究范式，还能
推动日本侵华战争研究的创新，助力中国学术走出去。
以环境史方法研究日本侵华战争，能够在很大层面上改变拘泥于史料考据的研究现状，形成研

究日本侵华战争的学术“增长点”。环境问题研究本身并不能直接与战争形成联系，需要社会、人的
介入，因此，环境史视角下的日本侵华战争研究的站位更高、问题意识更加清晰、研究覆盖面更广，能
够更好地解决当前日本侵华战争研究的环境缺位问题。环境问题本身就具有学术价值的普适性，由
此可以增强日本侵华战争研究的普适性，不仅让国际学界能够更好地理解中国的研究成果，也不至

于将环境史视角下的日本侵华战争研究的话语权拱手交由国外同行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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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岩:《环境史视野下的抗战史书写———评穆盛博〈中国的战争生态学: 河南、黄河及其他 ( 1938—1950) 〉》，《抗日战争研究》
2016 年第 4 期。
梅雪芹:《环境史学与环境问题》，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212 页。
梅雪芹:《“一沙一世界”———环境史与生态世界观刍议》，《光明日报》2017 年 1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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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语

梳理日本学界从环境史视角对侵华战争研究领域进行的诸多尝试，能够为我们呈现一种环境意识

已对该领域研究形成的“润物细无声”“水滴穿石”的影响效果。在第一阶段，日本近代史研究学者从日
本帝国主义特征研究日本侵华史，其内容只有少部分略有提及今天可以视作环境史研究的战争对环境

的破坏，尤其是对中国农民生产、生活领域的破坏;在第二阶段，日本学者从经济、资源视角深入研究日
军在侵华期间对占领地的“统治与掠夺”，这种转变既是原有侵华战争研究的深入，也是在战争史、政治
史、社会史视角之外，从环境、资源角度就侵华战争对中国“社会与环境”造成深重灾难的研究进一步深
化;在第三阶段，日本侵华战争研究学界分别在华北、华中、华南地区的研究成果中继续深挖战争对矿
产、资源的掠夺和惨无人道的行为，以及因此对当地环境、民众生活造成的冲击，还出现了从生态学角度
切入的环境史研究成果。日本学界的研究论著对于侵华战争研究的展开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即环境
在传统侵华战争研究中始终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未来也应该秉持这种强烈的学术意识，将环境因素贯

穿整个侵华战争研究，做到从宏大、共性视角的再解剖。日本学界努力进行的这条学术脉络清晰表明，
西方学界环境史理论框架并不完全适用于侵华战争研究出现的环境史趋向，还需要在东方史学实践中

加入社会史、经济史、灾害史、战争史等研究方法，才能形成多源头、更具发散性的学术理论。
环境不仅是日军在侵华战争中的掠夺对象，还是侵华战争的发生场地，更是此后长期影响中国社

会发展的重要因素。遗憾的是，侵华战争研究在呈现出环境史趋向的同时，不断受到传统军事史、社会
史、经济史研究的影响、干扰，但好在环境要素在研究过程中得到了持续增强，对日本侵华的历史事实与
真相的研究因此更加立体、清晰，从而在社会人文研究之外，推动侵华战争研究带入环境、生态、资源世
界的学术创新之路，进而反思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对中国造成的长期性和不可逆的破坏。
以环境史方法研究日本侵华战争，能够带来很多新理念、新概念、新方法的冲击，将会更新并促

进现有的研究认识。环境史研究大量引入现代环境科学的概念，比如大气、水、海洋、土地、矿藏、森
林、草原、野生生物、自然遗迹、人文遗迹、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城市和乡村等，这些问题都可以
成为日本侵华战争研究的重要对象。随着新概念的引入，必然带来研究范式和研究理念的变革，将
侵华战争放入中国近代生态系统之中加以研究，研究环境在日本侵华战争中的作用和遭受的破坏，

以及对后世造成的深远影响，除了能够促进传统侵华战争研究的更新与进步，还能很好地驳斥“有人
打着所谓‘还原真相’的旗号，将历史问题置于政治动机之下，把日本在华殖民统治粉饰为‘投资’
‘开发’和‘建设’，企图为日本侵略者开脱罪责”。① 进而，基于共同的环境概念推动我国的日本侵华
战争研究“走出去”，增强国际中的学术话语权。

( 作者陈祥，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副研究员;邮编: 100007;
塚濑进，日本长野大学教授;邮编: 386 － 1298)

(责任编辑:敖 凯)

(责任校对:张舰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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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ientations and Trends of Chinese Revolutionary History Research: Rethinking “New
Revolutionary History”/ / Zhang Taiyuan

In recent years，the“New Revolutionary History”has become a hot topic in the field of historical
theory. There are mainly two obivious academic orientations: one is to transform foreign theory into local
practice; the other is to generalize from the specific，and to draw“big”arguments from“small”content.
Yet it is worth noting that，through a series of discussion and“clarification”，the“orientation”in the early
stage of the“New Revolutionary History”and the actual“trend”eventually diverged. It seems that the
perspectives and methods of social history emphasized cannot cover all the aspects of Chinese revolutionary
history. More approaches are perhaps in need to promote studies of Chinese revolutionary history. Only by
studying the history of Chinese revolution in a multi-orientated，multi-leveled，and multi-dimensional way，
we can understand the internal logic and external outlook of Chinese revolution. Only by doing so，we can
reveal the aspects that has not been noticed but significant to restore the true face of the revolution for future
generations，and create conditions for further exploring the general principles of Chinese revolution.

Medieval Europe and the Medieval World: A Discuss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Unity of
Historical Diversity / / Hou Shudong

The nature of history is the unity of diversity，and so is it of the medieval world. The various
countries，regions and nations of the medieval world were all special in having their own unique patterns of
historical evolution. However，we should not understand these“particularities”in the absolute sense，
because they were all subjected to the common structure and rules of the medieval world. Modern
civilization originated in Northwestern Europe. It is this fact that drives some scholars to stress the
fundamental and even absolute differences between Western and non-Western histories and cultures. As a
result，to varying degrees，Medieval Europe has been placed at the center of the historical narratives of the
origin of“modernity”. Faced with the infinitely rich historical differences of the medieval world，historians
ought to think further: do these differences support the assertion that the medieval world consisted of
heterogeneous societies，or did these societies share some fundamental characters? Only by adopting
historical materialism can historians develop a conscious view of world history to better answer these
questions and avoid falling into the trap of the“hindsight of history”in 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

Main Themes of Japanese Scholarship on the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the War of Aggression
Against China / / Chen Xiang，Tsukase Susumu

The study of the Japanese War of Aggression Against China has always been a hot topic in Japanese
academic circles，and one of its recent trends is environmental history research. We can divide the rise of
this scholarly approach into three stages. In studies of China's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after World War
II，Japanese scholars only took the environment as a background factor of historical events and social
evolution history，or a side mentioned in the study. In the 1980s，as environmental problems became more
and more prominent，scholars in Japan began to establis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environment and society”
in their studies of the War of Aggression Against China，thus highlighting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environmental
factor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as a group of scholars embraced and adopted environmental history as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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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method，they studied the impact of the War on the environment and the subsequent impact of the
environment on Chinese society from an interdisciplinary and multi-dimensional perspective. By identifying the
long-term trend of Japanese scholarship on this issue，we can also promote the academic reflection on the study
of the Wa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nvironmental history within Chinese scholarly community.

Between Continents: The Evolution of Red Sea Historiography / / Wang Tao，Huang Shishun

Ocean-centered research on the hisotry of the Red Sea is on the rise. Over the time，people's
understanding of the Red Sea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prerequisite for studies of the history of the Red
Sea. From the middle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to the beginning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historical
research on the Red Sea in Europe and America proposed a great diversity of topics. Since the 1930s，the
perspectives of research on the hisotry of the Red Sea has been inspired by the rise of general history and
environmental history and pivoted its course. The Red Sea has transformed from the“background”to the
“subject”for historical studies. After the 1990s，influenced by the view of global history，historians re-
examined the land-based historical view，which gave rise to“New Red Sea History”. Based on the global，
regional and national perspectives， researchers put forward issues such as historical studies from
“connectivity”to“mobility”，proposing a“network”based historical approach. They also discuss the
formation of Red Sea identity. While experimenting with new paradigms，researchers also explore new
directions for Red Sea historical studies.

A Critical Review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Women's History in the United States / / Chu Yanhong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the research on contemporary Chinese women's history in
American academia developed rapidly and productive achievements were mad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women's images，activity space and women's development． The extensive use of theories and methods of
oral history，ethnographic research and gender paradigm，constituted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 in this field in
the United States． Under the joint action of the specific social context and many cultural and academic
trends，the basic visage of the contemporary Chinese women's history research in the United States was
shaped． Chinese scholars should critically draw on the methods and theories from American studies on
contemporary Chinese women's history，think about the possibilities and disadvantages of the American
analytical framework applied to Chinese studies，identify the insights and biases of the perspectives from
American feminist studies on the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women， and explore the
construction of a multivariate analysis framework for the study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women's history．

The Use and Significance of the Term“Theory of History”in the Chinese Context / / Lian Min

The use of the term lishi lilun in the Chinese context is still lack of clarity，which would potentially
restrict the development of historical theories in China. The term lishi lilun did not exist in ancient China，
and the two-syllable words，such as lilun ( theory) and lishi ( history) ，gradually appeared during the Song
and Ming Dynasties. The concept“theory of history”was introduced from the West to China in modern
times，and it highlighted its Marxist impulse for a social revolution in contemporary China. After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until today，the connotations of the concept of“theory of
history”has been largely developed in the following four aspects，including how to develop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history through Marxism and Leninism，how to reform historical studies，how to learn from the
extraordinary legac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historiography，and how to interpret the classics correctly. Thus，
“theory of history”was an imported foreign concept in modern China with Marxism as its main connotation
and it has been continuously sinicized.

On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Song Dynasty and Its Historiographical Significance / / Hu Chuqing

The theory of rise and fall is both an important content in ancient Chinese historiography and a
significant topic for us to study today. This theory originated very early in the ancient China，and 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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